对不准原理与动车困境：人类已经丧失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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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提出“目标对不准原理”、“纠错纠不准原理”和“动车困境”，发现目前社会已经形成了“恐怖实现系统”，并以此论证了目前人类已经丧失了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人类已经开始进入危变社会和危变时代，指出致毁知识的不可逆增长、积累和扩散及其与“恐怖实现系统”的结合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实现从“产销优先”向“安全优先”、“解危优先”的转型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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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两个最为重要的能力：目标确立及实现能力和知错纠错能力。然而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笔者发现实际上人类在重大目标的实现和重大错误的纠正方面几乎鲜有获得过完全真正的成功，这种状况的最严峻的结果是目前人类已经丧失了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造成这种状况和结果的具体原因很多，但是共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在实现重大目标的行动过程中难以对准目标，几乎总是偏离目标；二是在认识和纠正重大错误过程中往往不是先暂停产生错误的活动，然后进行查错和纠错，而是“边继续、边纠错”，结果是重大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为此，笔者提出“目标对不准原理” 或“目标瞄不准原理”（简称“对不准原理”、“瞄不准原理”）、“动车困境”和“纠错纠不准原理”（简称“纠不准原理”），发现目前社会已经形成了“恐怖实现系统”和“个人恐怖实现系统”，并以此论证了目前人类已经丧失了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人类已经进入危变社会和危变时代，指出致毁知识的不可逆增长、积累及扩散与“（个人）恐怖实现系统”的结合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本文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对这四个新概念进行阐述，二是结合具体事例进行说明与解释，三是基于上面的研究提出人类已经丧失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危变社会这一判断，确定实现从“产销优先”向“安全优先”、“解危优先”的转型是当务之急。
一、对不准原理与动车困境

1.目标对不准原理

“目标对不准原理” 或“目标瞄不准原理”（简称“对不准原理”、“瞄不准原理”），包括四层含义：一是目标对不准意图，目标的内涵不准确，容易让人产生歧义，也可能造成人们各取所需地进行理解的局面，以致所确定的目标不能准确体现真实的意图；二是计划对不准目标。因为重大计划往往是平衡各方利益的产物，很难以实现目标为唯一考量，所以即使计划完全实现也不能完全实现目标；三是计划执行对不准计划。因为对于许多人而言，并不把执行一项重大计划首先看作是要完成的任务，而是把它首先看作是一个获取个人利益的机会，在竞争环境中的人们，把握机会总是最重要的，即使计划执行的带头人深明大义，真心实意地想执行计划，其手下人与合作者仍然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有大目标、下有小算盘，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计划的过程中，很难完全实现计划；四是各方合力的结果是对不准目标也对不准计划的。重大目标的确定和重大计划的制定及执行要考虑多方利益、需要多方的合作且执行时间较长，其结果因认识、理解、利益、能力、限制条件、环境与条件变化等多种因素，造成各方合力对不准目标也对不准计划。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计划能够充分实现就能实现目标，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计划对不准目标、执行对不准计划的事经常发生。“目标对不准原理”主要适用于大的目标、大的计划，对于小目标、小计划来说，因涉及人员少、所需时间短等而有可能对准。显然，对于大目标、大计划来说不存在歪打正着而实现的情况，因为需要最佳配合、最佳状态才可能做到的事，不会碰巧做到。
2.纠错纠不准原理

纠错也是一种目标，“目标对不准”也包括了纠错纠不准，但是由于纠错能力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所以笔者单独将其列出讨论，称之为“纠错纠不准原理”，简称“纠不准原理”，它除了具有“目标对不准原理”的各项内容之外，还有自己的特点需要强调。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迄今为止实行的“边继续、边纠错”的模式只能对纠正较小的错误有效，对纠正重大错误则很难奏效。而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不可能实行“先暂停、后纠错”、“先暂停、再纠错”的。笔者认为，小的错误可以通过获得正确的认识来纠正，但是大的错误，特别是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错，仅有正确的认识是远不足以纠正的，通常需要具备四项条件才可能纠正重大错误：一是有正确的认识并达成共识；二是能够在利益上形成共赢的行动预期；三是能够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四是其它有关条件同时具备。因此纠正大错是极不容易的，在大错发生之前给予纠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从历史上看，几乎都是如此，在重大问题上一错再错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反恐、环境危机、科技负面作用等。这四项条件也就是纠正重大错误的四道门槛：能否达成共识、能否预期共赢、能否共同行动、能否同时具备各有关条件。显然，能够迈过四道门槛、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是极不容易的，因此纠错是纠不准、纠不成的。
3. 动车困境

在目标对不准、纠错纠不准的情况下，有时会使人们深深地陷入困境。比如，在关于科技负面作用方面的认识，就是至今也没有达成共识，关于环境和反恐问题上虽然在认识上达成共识，但是没有在利益协调上形成共赢的行动预期，就更不用说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了。这里的关键在于纠正重大错误时并不是把造成灾难后果的有关活动停下来之后，进行统一认识、协调利益、组织共同行动、备齐各有关条件，而是现行的有关活动仍然继续，在各个利益集团的驱动下按既定道路继续前行，就像多轮驱动的动车一样。人们在继续行驶的动车上争论、争吵，只有迈过“达成共识、预期共赢、共同行动、条件齐备”这四道门槛，才可能使动车或停运、或变速、或转向，所以要纠正重大错误极其困难，笔者将这种困境，称之为“动车困境”。“动车困境”包括六点涵义：1.多轮驱动：某种活动或事业在多种因素（多人或多个利益集团和经济压力和科技探索等）的驱动下运行、发展；2.既有道路：有了一个既定、既有的运行、发展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最符合当下的主导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和利益预期；3.边运行、边纠错：当活动或事业的运行或发展出现错误时，由于多种原因不能先暂停运行，然后再进行纠错，而是采取边运行、边纠错的方式纠正错误，这种方式增加了纠正错误的难度，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为了纠正错误先叫暂停的；4.纠错不对称：在边运行、边纠错的方式下，实际上当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显然对主张以现有方式或以接近现有方式继续运行的一方有利，即使达成共识但是不能形成共赢的行动预期时也是如此，达成共识、形成共赢行动预期但是尚未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等也都是如此。所以这种纠错不对称对既得利益者有利、对顺沿既有发展道路者有利、对维护既有运行模式有利，而重大错误恰恰是既有模式出现了大问题，因此纠错不对称对纠正重大错误极为不利，这种情况令人陷入左右为难，将错就错的困境；5.纠小错靠认识，纠大错靠条件齐备：小的错误可以通过对错误的正确认识予以纠正，而大的错误则往往需要具备四项条件才可能获得纠正，这四项条件是：①有正确的认识并达成共识；②能够在利益上形成共赢的行动预期；③能够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④其它有关条件同时具备。而要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是极为困难的，在边运行、边纠错的方式下更是如此；6.纠错纠不准：小错能纠准、大错纠不准，对小的错误只要正确认识到错误及其原因，就有可能准确地纠正它，而对于大错，则需要具备四项条件才可能纠正它，而往往不能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对个人和利益集团来说，通常不是把纠错（特别是纠大错）首先看作是任务，而是首先视为获利的机会，名实两分、借机行事，所以往往不能对准纠错目标进行纠错，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着反恐的幌子掠夺他国的石油资源就是明证。更糟糕的是，即使有人、有利益集团的头领深明大义，真心实意地想纠正错误，但是他的手下和他的合作者也仍然把这项任务看作是实现自己目标的机会，而不可能齐心协力地去纠错。
“对不准原理”、“纠不准原理”和“动车困境”之所以被人们长期忽视，可能是由于以往的重大目标的实现与否、重大错误的纠正与否，都没有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目标没有完全实现、错误没有完全纠正的后果也不是很严重，能够“望其高、取其中”就可以满意了。但是当能否实现重大目标、能否纠正重大错误直接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的情况下，就不能“望其高、取其中”，而是要“望其高、取其高”了，此时，“对不准原理”和“纠不准原理”就必须受到最高度的重视，“动车困境”更是把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揭示出来。

二、以反恐问题和科技负面作用问题为例说明“对不准原理”与“动车困境”
1．对不准原理：以反恐为例
自从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反恐就是一个旗帜鲜明的目标，以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在国会讲话时申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区域，都得作出一个决定。要吗，站在我们这边，要不，与恐怖分子一道。”以此宣告一场反恐战争展开了。但是在反恐旗帜之下，真正的计划却不是对准反恐的，而是为了石油资源的争夺。在反恐战争经历了近十周年之际，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1.5.2 )刊登了波士顿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的题为“拉登已去，但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争将持续下去”的文章，明确指出反恐战争的重点不在拉登而在石油。文章说美国从1980年开始参与今天这场“确保美国生活方式的战争”的，只要美国的生活方式依然依赖对大量外国石油的获取，那么美国决定大中东地区命运的努力就将继续。因此，那些反对西方建立一个服务于西方目的的新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也将继续战斗下去。[1]由于“名实两分、借机行事”的事情屡见不鲜，所以“对不准原理”的例子不胜枚举。
2.动车困境：以批判和减少科技负面作用为例
长期以来关于科技负面作用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传统的科学进步观遭到质疑。技术批判理论、科技伦理、科技与社会、科技哲学、科技管理、科技政策与科技战略、科技法学、科学技术学、环境科学以及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有关领域开展了对科技负面作用的研究。进入21世纪，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以往批评科技的人士主要是人文学者和不知名的科技专家，而今著名的科技专家也加入到批评者的行列，如硅谷的技术大师、UNIX之父比尔·乔伊（Bill Joy）和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里斯(Martin Rees)。乔伊认为未来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个“颠覆文明的事件”，其概率高达50%（Joy，2000）[2]。里斯预言到2020年之前，只要发生一次生物恐怖袭击或生物工程方面的错误，上百万人类的生命就可能迅速灰飞烟灭（Rees，2003）[3]。这些批评虽然很严厉、预言的事态也极危险，这些警告也引起强烈关注，如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办公室也把乔伊的长篇文章《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要去一份加以研究，在欧美发达国家也陆续出台一些加强生物实验室管理之类的措施，出现了不少笔者称之为“维护性伦理研究”和“辩护性伦理研究”的工作，其特点是在不影响高科技发展和希望继续加大投资的前提下进行一些伦理考量，但是科技发展的总体态势和格局并没有改变，尖端科技照样获得大量投资，照样快速发展，人们仍然一味地认为科技创新是提升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那么为什么警告再多、再严厉，警告的科技负面效应再多、再可怕，也不能够引起真正的重视和行动？是因为发出的警告高深难懂、曲高和寡？或者是言过其实、危言耸听？笔者认为警告的发出者、科技负面效应的研究者、对科技持批评乃至反对态度的人士，都没有做出正确分析和判断，都没有正确地发出预警，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发现科技负面效应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笔者把预言分为两类：文学预言和科学预言，文学预言只给出结果（或也包括推断过程，但是不严谨），往往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因此引起重视和行动；科学预言则不仅给出结果，而且还正确揭示出引发结果的机制，给出严格的论证。比如，在原子弹发明之前许多年，就有人预言一种威力巨大的炸弹，一颗就可以毁灭一座城市，而这只是文学预言，直到核裂变和自持链式反应被发现之后，关于发明原子弹的预言才是科学预言。

笔者认为许多关于科技负面作用的警告只是文学预言而非科学预言，声称科技负面作用将毁灭人类的结论也过于笼统，因此这样的警告和预警再多、再严厉也无法真正说服决策者与公众，更无法说服反对者，造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陷入了“动车困境”，即：在科技界、企业界、政府及公众等多方的认识和利益的驱动下，科技事业快速发展，而关于科技负面作用有各种认识与看法，争论不休，远没有达成共识（笔者将其概括为存在着十大误区[4]），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发展的动车是不会停下来、等争论有了结果、达成共识之后，再决定是按原路线行驶，还是减速或转向，因此只要不能达成真正的共识，科技动车就会按照目前的方向和方式一如既往地继续行进（这显然对支持科技以现行模式继续发展的一方有利），即使是驶向毁灭也无法改变。实际上，即使达成了共识，但是不能形成共赢的行动预期、不能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把科技动车转向安全、正确的道路。这一学术僵局使得许多关于科技发展的反思、批评和变革等研究及建设性建议都收效甚微。有鉴于此，笔者在剖析关于科技负面作用研究的诸多误区和偏见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地提出“致毁知识”概念和“致毁知识模式”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取代“双刃剑模式”，以突破研究科技负面作用的学术僵局。笔者的主要发现和结论是致毁知识增长是不可逆和不可抵消的，在市场经济这一目前世界主流社会发展模式下，致毁知识的增长又是不可阻止的，科技知识增长已经失控，这意味着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是不断累加和递增的，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毁灭性灾难。鉴于目前科技发展的速度和态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即将或者已经爆发，致毁知识即将大量涌现，毁灭性灾难因此频发，可谓恶兆当头，这就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与挑战。如不采取断然有力的措施，在中短期（5年至20年）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极大，而且这种不可逆增长的危险累进方式，使得毁灭性灾难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大，直到爆发。也就是说，知识危机是世界最大的危机，其核心是致毁知识不可逆、不可抵消、不可阻止的增长、积累与扩散（刘益东，1999，2000，2002，2007）[5][6][7][8]。这一发现和结论也许是迄今为止关于人类面临最大危机和挑战的最为严峻、最为准确的表述，它与那些认为科技将要失控、将要毁灭人类的预言并不相同，那些预言只是文学预言，只是预言了一个大致的结果，并没有发现和阐述导致结果的机制，因此缺乏说服力；而笔者做出的是科学预言，不仅给出了更加具体的结果，而且比较精确地揭示了导致结果的机制。为世界“体检”，发现并确诊人类社会“最大的病患”和最大的危机，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责之一。
三、人类已经丧失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人类已经进入危变社会和危变时代
纠正错误的能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能力，如上分析，小的错误可以纠正，而大的错误极难纠正，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错误，从目前的情况看不可能得到纠正，因为同时具备四项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从道理上分析、还是从实际情况上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人类已经丧失了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之所以尚未发生重大灾难，仅仅因为重大错误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灾难爆发的程度，这就像虽然刹车已经失灵，但是失控的列车不一定马上就出轨翻车。
那么，目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错误和危机是什么呢？人类文明的出现和发展主要依靠两大基本条件：一是自然条件，二是知识条件。对前者的滥用、破坏造成了环境危机，引发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思潮、理论、研究领域及相关行动；对后者的误用，特别是对后者中影响最大、持续增长的科技知识的误用、滥用，已经造成了知识危机，但是至今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确立起有效的分析框架、政策指南和行动纲领，直观而粗糙的“双刃剑模式”依旧流行就能说明这个研究领域的薄弱和低效（刘益东，2000）[9]。如上所述，目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是知识危机和科技危机，其核心是致毁知识不可逆、不可抵消、不可阻止的增长、积累与扩散。更进一步，笔者认为目前社会已经形成了恐怖实现系统和个人恐怖实现系统，这与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相结合，更加突出了最大危机的严峻性和危险性。可以说，恐怖实现系统的建构和个人恐怖是科技负面效应的最危险的体现。
在众多的科技负面效应当中，尖端科技制成的致毁武器或致毁产品（本文统称为致毁武器）的危害最大，如超级病毒、基因武器、纳米炸弹等，而且随着尖端科技的发展，掌握致毁武器的个人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杀伤力，一个人的火力可以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师、一个军团。众所周知，个人恐怖主义的危害越来越严重，因为比起国家恐怖和有组织恐怖，个人恐怖实施的门槛更低、任意性更大、数量更多，也更难以控制。更为可怕的是，随着可供个人使用的致毁武器的威力的提高，个人恐怖不仅成为极为有效的破坏、报复的手段，而且将几乎成为达到许多目的的简便手段，特别是成为敲诈、绑架、谋财和操纵的有效手段。环境灾难的受害者主要是大众，富人可利用金钱规避环境危害，但是富人却是个人恐怖攻击的首选对象。致毁、致死、致残、致愚、致病等各种产品在网上都可方便地买到，可以想象到那时，犯罪成本极低，无风险敲诈、无风险绑架、无风险报复、无风险谋杀将会频繁发生，社会将无安宁之日，社会将“江湖化”、“电子游戏化”。笔者将利用致毁等武器从事恐怖活动的人称为“恐客”或“极端黑客”，其活动定义为“超级个人恐怖”或“恐客恐怖”、“单兵恐怖”、“极端黑客恐怖”，其活跃的时代称为“个人恐怖时代”或“单兵恐怖时代”、“黑客恐怖时代”、“恐客恐怖时代”，甚至专门以恐怖行动为牟利手段的“恐客”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使得人类社会历经农业时代的“君王社会”、工业时代的“老板社会”之后进入知识时代的“黑客社会”、“恐客社会”。恐怖组织的恐怖活动也可以以个人恐怖的方式进行（当然，有组织的恐怖活动造成的灾难会更大）。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知识时代的最大特征是创造或拥有重要的新知识的个人拥有空前的权力，所谓“创意为王”，这就使社会发展面临着一个分叉：向正面发展进入可持续发展的“专家社会”，向负面发展就是进入“游戏致死”的“黑客社会”、“恐客社会”。当然，黑客和恐客也是专家，只是他们是发明、利用黑客技术和致毁知识的专家，因其负面作用而单独列出。
更加糟糕的是，笔者发现科技发展与应用、电子商务及金融系统等在客观上（或有意无意地）与军火黑市结合发展出了一整套“恐怖实现系统”或称“恐怖实现网络”，包括“个人恐怖实现系统”、“个人恐怖实现网络”。它由致毁知识源、致毁武器源、武器获取及采购网络、国际金融系统、洗钱网络、媒体和人肉搜索及互联网等组成。这些要素相互结合、相互支撑，让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如鱼得水，笔者有另文详述。实际上，在笔者看来，电脑病毒的泛滥就是黑客社会的一个预演，是“个人恐怖时代”的预演和序幕。毫无疑问，人是最危险的，在未来可以想见的各种危机和挑战中，最大的危机和挑战莫过于致毁知识不可逆增长与扩散造成的“个人恐怖”，莫过于“恐怖实现系统”所强化和倍增的“个人恐怖”，莫过于进入“个人恐怖时代”！ 
知识危机和科技危机是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知识危机包括许多方面，比如有信仰的危机、世界观的危机等，其核心是能够导致大规模毁灭性灾难的致毁知识不可逆、不可抵消、不可阻止的增长、积累与扩散。当然这也是最大的机遇，如果能够大幅提升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创造性地建立和运行“规定时间内达成共识、预期共赢、实现共同行动”的社会知行系统，实现从“产销优先”向“安全优先”、“解危优先”的转型，则可以带领世界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曾经成功应对自然灾害与战争灾害这一农业时代最大挑战的中国，完全可以抓住新机遇，在世界上率先创建安全优先的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模式与社会模式，不仅是和平崛起，而且是创新崛起，在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的过程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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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aim principle and MU train's dilemma: The humans have already lost the ability to correct their great mistakes
LIU  Yido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100190,China )
 [Abstract]This paper advances ‘Miss aim principle’ and ‘MU train's dilemma’， discovers  ‘Terrorism realizable system’ that are already established, argues that the humans have already lost the ability to correct their great mistakes and that human society is beginning to move into the crisis era.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irreversible and unstoppable growth of Ruin-causing Knowledge is the largest crisis and challenge confronting humankind. What we have to do now is that production&marketing-priority should be changed into safety-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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